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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智慧交通建设，并将进一步提高城市交通可达性和影响居民出行。在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的共识背景下，由于“智慧交通—可达性—出行行为(碳排放)”间复杂的影响作用机制，

已有的研究难以判断智慧化背景下的城市交通可达性提高将增加抑或减少出行碳排放。如何通过提高城市交通

可达性来缓解交通拥堵，保障城市交通运输系统的有效运行，并提高居民出行效率，减少出行碳排放是当前中国智

慧交通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针对以上科学问题，本文尝试提出基于智慧交通的可达性与交通出行碳排放的

理论框架，并以广州为研究案例地，研究了社区居民通勤碳排放特征及其影响机理，社区出行低碳指数格局及其影

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以及基于碳排放—位置分配模型的公共中心规划支持系统设计与应用，可为今后的相关研

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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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信息化浪潮与数据科学崛起的共同推动下，

智慧城市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下一代城市发展的新

理念和新实践。智慧交通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

及基础支撑。世界范围内城市交通拥堵、交通安全

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迫切需要一个高效、

新型的交通运输系统改变现有管理和服务模式。

交通运输系统本身的结构性调整要求智慧交通在

转型过程中发挥引领和支撑作用。

气候变化受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影响

(Dulal et al, 2011)。其中交通已成为碳排放第二大

部门(IEA, 2013)，减少交通碳排放成为地理、规划

和交通等相关领域的共同目标。但目前学界对于

构建低碳城市交通系统的整体思维还处于萌芽中

(Banister, 2011)。智慧城市是基于物联网、云计算

等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

nication Technologies，ICT)而提出的(甄峰等, 2014)，

新 ICT技术推动了智慧城市研究与发展(孙中亚等,

2013)。虽然，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探讨了 ICT对

居民出行的影响，但对于在 ICT技术创新推动的智

慧化背景下，城市交通可达性和居民出行将受到怎

样的影响，是增加抑或减少出行碳排放等问题上，

还缺乏深入研究。如何通过提高城市交通可达性

来缓解交通拥堵，保障城市交通运输系统的有效运

行，同时提高居民出行效率，减少出行碳排放是当

前中国智慧低碳城市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因此，本文在对智慧城市的交通与出行和 ICT技术

对出行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的基础

上，提出了智慧化背景下的城市交通可达性与出行

碳排放研究框架。

2 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与智慧出行

2.1 智慧城市与智慧交通

智慧城市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城市发展的新理

念和新实践，高效性、可持续性与低碳化是智慧城

市的重要特性。智慧城市建设包括多项目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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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性)，但不同目标之间可能

会存在相互冲突(Mingardo, 2008)。例如，城市交通

可达性的提升可能会对城市环境造成消极影响，而

城市空气质量的提升也很可能对城市交通可达性

形成一定的制约。因此，既要保持城市的经济增

长，同时又要保障城市交通可达性水平和提高居民

的生活质量，是智慧城市面临的一大挑战(Nam et

al, 2011)。智慧城市的实质是在恰当的时间提供准

确的信息，让市民、服务提供者和城市管理人员等

能作出更好的决策，以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

量和城市的整体可持续性(Mostashari et al, 2011)。

智慧城市鼓励市民的可持续行为，从而改变其政

治、能源、出行和浪费行为；并通过改变城市基础设

施(能源、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推动城市的可持续

规划和城市管理的结构(Khansari et al, 2014)。智慧

城市对城市可持续性的动态影响如图1所示。

交通、环境和土地利用规划的整合是可持续发

展的必要前提条件(Geerlings et al, 2003)。智慧交

通是智慧城市中的核心部分，是整合上述规划、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与传统交通相比，

智慧交通对环境更为友好，在服务频率、站点位置

和覆盖面以及路线方面都更有弹性(Yigitcanlar et

al, 2008)。其中，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

tation System，ITS)又是智慧交通的技术核心。它通

过整合交通数据和建立智能与自适应的交通管理

系统，能为出行者提供动态、准确和实时出行信息

(如天气、交通拥堵、公共交通出发的时间、停车场

信息及其他特殊问题等)，提高居民出行效率。同

时，智能交通系统还能完善交通系统，优化交通运

营者决策，提升城市交通运行效率和交通需求管理

效率，并降低管理成本等 (Verplanken et al, 1997;

Vaa et al, 2007; Hancke et al, 2012; 赵 渺 希 等,

2014)。总体而言，智能交通系统是城市交通低碳

化发展的模式与方向，是解决城市道路建设与车辆

增长之间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刘露, 2013)。

2.2 智慧交通与出行

2.2.1 ICT对出行的影响

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是智慧城市和智慧交通

的技术基础。ICT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交通出行智慧

化，对城市交通可达性和居民出行具有重要的影

响。ICT能够提高交通效率，减少实际和能够被感

知的出行成本。通过出行信息查询和卫星导航能

提高移动的适应性，允许出行者在出行前或行程中

对不同方式和路线进行比较，从而进行出行决策

(Avineri et al, 2006; Ben-Elia et al, 2008)。ICT对通

勤决策的影响会因出行信息、通勤者社会经济特征

和行程与路线的属性以及环境因素而异(Khattak et

al, 1999)。总体上，ICT与居民出行之间的关系可归

纳为替代，激生或互补，修正，中立或没有影响 4种

(Salomon, 1986)。

ICT对出行的替代作用在工作出行方面尤为明

显(Hamer et al, 1991; Pendyala et al, 1991; Mokhtari-

an et al, 2005; Yeraguntla et al, 2005)。但 De Graaff

等(2007)的研究亦指出，虽然 ICT可以通过在家工

作来替代工作出行，但这种替代作用更多受不同的

个人特征影响。不少研究发现对于某些休闲娱乐

图1 智慧城市对城市可持续性的动态影响(Khansari et al, 2014)

Fig.1 Dynamic impact of smart city on urban sustainability(Khansari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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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ICT也能够起到替代作用。例如通过上网购

物来代替出行到实体商店购物(Line et al, 2011)。

国内以南京的实证研究发现，在 ICT技术影响下，

在家办公可减少日常工作出行，信息网络部分替代

了居民日常出行(甄峰等, 2009)。也有研究显示，网

络休闲活动的增加减少了居民每日的非必要性出

行时间，对居民出行具有替代作用(赵霖等, 2013)。

然而，也有很多研究认为，ICT对出行的影响更

多是激生、互补和修正(Banister et al, 2004)，而非替

代。因为 ICT 的使用在过去十多年中呈指数式增

长，但出行距离和交通拥堵并没有大幅减少(Mokh-

tarian, 2002; Handy et al, 2005; Mokhtarian, 2009)。

由于 ICT 为个人的日常活动和出行决策提供了更

多弹性(Mokhtarian, 1998)，所以一些活动被取代，

而一些又激生出来，还有一些则被少量更长距离的

出行所取代(Kenyon et al, 2003)；也有可能是几种活

动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更长的出行链，一次取代

分散的短距离出行，从而减少总出行距离。通过增

加活动的机会和可达性，ICT会诱导出更多的出行，

尤其是社交出行(Harvey et al, 2000; Robinson et al,

2010) 和购物出行(Cao, 2012)。但值得指出的是，

新的 ICT服务和应用对出行行为的影响与早期 ICT

技术的影响并不相同(Hjorthol et al, 2009)。

移动技术(Mobile Technology)和互联网是 ICT

技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有研究指出，手机和网络

对时空约束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取决于不同的活

动类型、活动参与者、技术和社会经济物理环境。

相对于空间约束，它们能让时间约束变得更有弹

性，但这种时空约束不会因为 ICT的应用而消失。

男女性在时空约束方面具有差异，ICT的使用将扩

大这种差异(Schwanen et al, 2008)。在“数字移动生

活(Digital Nomadism)”时代，移动技术在人们新移

动形式和工作—生活安排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给人们掌握更多的信息，使其能利用更广阔的

物质空间，在分配出行时间和资源方面更有效率，

并促使更多出行发生(Dal Fiore et al, 2014)。移动

技术使人们能够在任何地方与家庭、朋友和同事取

得联系，从而解决出行的社会需求 (Mascheroni,

2007; White et al, 2007)。还能够为出行提供安全

感，减轻人们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产生的焦虑。

例如在出行途中，移动技术可确保出行者能及时与

警察和急救中心联系(Nasar et al, 2007)。总的来

说，移动技术能够减少出行的危险性和寂寞感，为

出行者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条件(Jain et al, 2008)，对

出行有促进作用，能减轻或消除出行的限制。但同

时，亦有研究指出移动技术会给出行者带来新的负

担和消极影响。由于给出行提供了便利因素和新

的基本动力，改变了出行时空约束，移动技术将可

能导致活动与出行空间的重构 (Dal Fiore et al,

2014)。

ICT对人们活动与出行空间产生重大影响的表

现之一为活动碎片化(Activity Fragmentation)。活

动碎片化是在 ICT 使用背景下人类活动的时空再

组织过程，亦即活动被细分为若干部分，在不同的

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可分为活动时间碎片化和活动

空间碎片化(Couclelis, 2003)。活动时间碎片化指

的是一项活动被分解为各个小活动在不同的时间

进行，例如在下班时间进行工作或者自由组织工作

时间(Vana et al, 2007; Alexander et al, 2010)。活动

空间碎片化则是指活动被分解在不同的空间中进

行，例如在家里(Ory et al, 2006; Haddad et al, 2009)、

商务行程 (Laurier, 2002)或通勤路上 (Lyons et al,

2005)等不同的空间中进行工作。活动碎片化、ICT

和出行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Ben-Elia通过荷

兰的实证研究发现，活动碎片化和 ICT之间是相互

作用的关系，移动 ICT的使用会影响活动空间碎片

化，固定 ICT 的使用则受到活动时间碎片化的影

响。活动碎片化将减少工作出行，但同时也限制了

非工作个人出行的可能性，并可重新分配娱乐休闲

活动和出行时间(Ben-Elia et al, 2014)。国内的研究

也指出，ICT技术的扩散与渗透会对人们休闲方式

与休闲活动产生很大影响，以致城市休闲活动空间

呈现虚拟化、移动化与破碎化、复合化的特征(尹罡

等, 2014)。

2.2.2 智慧交通对出行的影响

智慧交通由于发挥了 ICT技术的替代效用，对

出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引导居民出

行、提高出行效率、转变出行行为、促进居民出行的

智慧化和个性化。基于智能交通系统，智慧交通能

为出行者提供准确和实时的出行信息，例如天气情

况、交通拥堵、公共交通出发的时间、路况、方向和

其他特殊问题(道路维修和封闭、交通事故、路面坑

洞等)，降低居民无效出行比率 (Verplanken et al,

1997)。通过交通信号、摄像头和传感器等道路设施

对实时交通数据进行整合，建立起智能和自适应的

交通管理系统。在交通拥堵时，能为开车者提供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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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交通信息，从而使他们选择最优的行车路线，

绕开事故和拥堵的路段，及时引导出行者按照规划

预案变更出行路线，提高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Vaa et al, 2007)。在城市交通需求管理方面，智慧

交通可利用信息系统，根据进入城市中心区的车辆

数量实行情景性收费，通过“软”性管理措施引导出

行者适时改变出行方式，以控制车流量。同时还可

为出行者提供多样性的服务，例如将中心城区停车

场信息实时地发布给邻近的出行者，通过海量数据

的集成处理引导出行智慧化，以此提升城市交通运

行效率和居民出行效率(赵渺希等, 2014)。

此外，智慧交通还可通过提供车辆位置信息来

优化交通运营管理者的决策，例如优化交通信号、

规划新建道路以及解决其他现存道路问题等(Vaa

et al, 2007)；并能有效地降低交通管理成本，例如通

过对桥梁、道路和建筑等公共基础设施进行监控，

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定期巡查的成本

(Hancke et al, 2012)。

2.2.3 大数据在智慧交通中的作用

伴随着 ICT 技术和计算科学发展起来的大数

据管理、应用与分析技术在智慧交通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例如，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为智能手机提供了

各种可移动的服务。基于云服务，产生了多种查询

出行信息的创新方式。智能出行系统(Smart-Trav-

el System，STS)通过智能手机、GPS、谷歌地图和增

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ty)，能自动地为出行者

提供个性化的出行实时动态信息，提供行程的个人

需求和全新的体验(Hung, 2012)。国外已有学者将

GPS、Wi-Fi和蓝牙等传感器与智能手机相结合并整

合为应用软件，用于追踪人群的出行轨迹，在收集

多种交通方式的出行数据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Vlassenroot et al, 2012)。利用大数据方法改进智

能交通系统，缓解交通拥堵，是智慧交通规划领域

的关键问题之一(赵鹏军等, 2014)。

3 基于智慧交通的可达性与交通出行
碳排放

3.1 城市交通碳排放研究体系

交通碳排放涉及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技

术等诸要素，成为地理学、城市学、生态学、环境学

和经济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国外学者基

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循环经济思想，在交通碳排放

与城市生态系统、城市精明增长和可持续社区等层

面进行理论提升，并从交通碳排放特征、影响机理、

动态模拟、政策调控等方面展开实证研究。形成了

以碳排放特征研究为前提，动态模拟研究为基底，

影响机理研究为核心，政策调控研究为关键，模型

与方法研究为主线的相互关联的交通碳排放研究

内容体系(图 2)。国外关于城市交通碳排放的研究

已比较成熟，现有的相关研究表明，在未来几十年

内，交通部门的碳排放量还将持续增长，私人小汽

图2 城市交通碳排放研究体系

Fig.2 Research framework of urban transport carbon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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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路货运和航空运输是交通部门中碳排放的主

要来源。在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方面，经济发

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水平、交通运输量、交

通运输结构、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方式、居民

出行行为、燃料结构与成本等，对于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城市交通碳排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虽然研

究的范围已从全球/国家宏观层面逐渐向地区/城市

微观层面渗透，但对城市层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关注于技术、政策等对交通碳排

放的影响以及状况评估与预测分析等时间层面上，

很少考虑空间层面的研究；由于微观个体数据获取

难度较大等原因，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采用自上而

下、集计的方法和模型，而自下而上的、非集计的方

法和模型尚不多见。考虑到中国在制度体制、城市

空间结构与城市交通发展特征方面与西方国家显

著不同，因此，国外相关研究的理论及结论很难直

接应用于中国的研究。

3.2 可达性与交通出行碳排放

ICT技术的发展推动着智慧交通建设，并进一

步影响和作用于可达性及居民出行。城市交通可

达性与居民出行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城市交通

属于客观环境，为居民出行提供基础设施。居民出

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城市交通可达性，并对交通

可达性产生反馈和促进作用。智慧交通和智慧出行

将会促进城市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基于以上“主—

客观”的思路，将可达性进一步分为基于地方的可

达性和基于个人的可达性。地方可达性的提高会

改变城市交通环境，例如城市路网密度、车速、拥堵

情况、空气质量等；个人可达性的提高也会改变居

民出行需求，包括出行范围、小汽车拥有及使用等

(黄晓燕等, 2012)。更为重要的是，可达性的提高将

会通过各种土地用途类型的再区位(如居住区位和

商业区位的重新选择)来改变城市土地利用，从而

又会对城市交通环境和居民出行需求产生影响。

例如多中心化能够缓解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同时

也会对居民的职住空间距离产生影响(图3)。

由于“ICT—可达性—土地利用—出行行为”其

间复杂的影响作用机制，通过已有研究仍较难判断

智慧化背景下的城市交通可达性提高到底会增加

抑或减少居民出行碳排放，如何通过政策制定、规

划控制和行为引导来规避智慧交通和智慧出行对

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负面作用，针对上述科学问题，

本文结合以上研究思路，从“对智慧交通与出行的

认识”、“智慧交通与出行的高效性”和“智慧交通与

出行的可持续性”三方面提出以下研究框架：ICT技

术推动下的智慧“交通—出行”发展特征与空间差

异研究，基于智慧化的城市交通可达性与出行效率

研究，以及智慧化背景下城市交通—土地利用对出

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对 ICT 技术推动下的智慧“交通—出行”发展

特征与空间差异的科学认识，是进行基于智慧化的

城市交通可达性与出行效率研究以及探讨智慧化

背景下城市交通—土地利用对出行碳排放影响的

基础。目前，国内地理学界关于该主题的研究还比

较少。由于智慧“交通—出行”包括交通和信息通

信基础设施层面的客观属性与居民出行和 ICT 使

用层面的主观属性，因此，分析其发展现状特征与

空间差异是研究的一大难点，需要构建和设计不同

尺度下的智慧“交通—出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来

进行全面、客观和科学的评价，从而分析其发展特

征与空间差异。国外已有学者通过构建多尺度的

智慧城市指标体系对欧洲城市进行排名(Giffinger

et al, 2007)。其中，智慧移动是该指标体系中的重

要部分(表1)，包括可达性(本地和全球层面)、ICT技

图3 智慧化背景下的城市交通可达性与出行碳排放关系图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and

CO2 emissions from travel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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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可用性和交通系统的可持续性、创新性和安全

性等方面。同时，不同尺度的智慧“交通—出行”发

展评价指标还可指导智慧交通的规划和建设，因此

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

智慧城市的高效性包括空间和个人两个维

度。空间维度的高效性通过空间效率来表征，对于

智慧交通而言主要表现为城市交通可达性。个人

维度的高效性则通过出行效率来表征，而出行效率

很大程度上是由城市交通可达性决定的。土地利

用和交通政策的最重要目标是提高可达性。可达

性可分为基于地方的可达性和基于个人的可达性

两种。地方可达性指的是具体一个地方能够到达

的便捷程度，个人可达性指的是个人或群体到达活

动地点的便捷程度(Hanson et al, 2004)。因此，智慧

化带来的空间和个人高效性主要体现在城市交通

可达性和出行效率两方面。

学界虽然普遍认为不同形式的 ICT 对出行行

为和活动模式具有影响的认识，但对可达性影响机

理还相对不成熟。国外有学者认为可达性的概念

涵盖土地利用、交通、时间和个人四方面，是指土地

利用与交通系统通过不同交通方式及其组合，能使

个人或群体到达活动或出行目的地的水平(Geurs

et al, 2004)。基于以上定义，ICT对可达性的不同方

面都会产生影响。例如，在土地利用方面，网上购

物会导致商店重新选择区位(Relocate)，从而进一步

影响人们的区位选择；在交通方面，如果人们通过

ICT在家工作，将改变通勤出行的时间，从而减少通

勤高峰交通拥堵的发生；在时间方面，ICT也可能会

改变活动的时间模式，例如在商店关门之后还可通

过网络进行购物；在个人方面，不同群体对 ICT的

利用具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年轻人在利用导航定位

系统方面会比老年人更容易(Van Wee et al, 2013)。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不同社区之间的可达性和

公共交通供给水平往往具有很大差异。智慧化建

设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社区之间的这种差异，以至

于形成“智慧鸿沟”。因此，在研究智慧化建设如何

影响城市交通可达性和出行效率过程中需要关注

城市不同地区的交通公平性问题，对如何通过智慧

化建设来保障交通出行的公平性研究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

智慧城市的可持续性在空间维度上可概括为

空间低碳发展和空间可持续性，对于智慧交通而言

则主要表现为构建低碳交通系统和促进交通可持

续发展；在个人维度方面上则主要表现为人们的出

行方式选择和出行碳排放。

在交通与出行智慧化背景下，地方可达性的提

高会影响城市交通环境，个人可达性的提高也会改

变居民出行需求。同时，可达性还将促使土地利用

发生变化，从而又对城市交通环境和居民出行需求

产生影响。而出行行为与空间受土地利用、可达

性、交通环境和出行需求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

智慧化背景下城市交通—土地利用对出行行为及

其碳排放的影响机制是非常复杂的。技术创新仅

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交通的可持续性，但同时有

可能会激生出更多出行。因此，单纯通过技术创新

和追求高移动性(提高可达性)来减少出行碳排放是

不可行的(Banister, 2011)。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崇

低碳出行、减少环境污染的背景下，研究交通出行

智慧化对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意义重大。

4 广州的实证研究

在上述研究框架之内，以广州为研究案例地，

首先对居民通勤行为及其相应的碳排放特征进行

归纳，分析其与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

制。然后，基于可达性构建了社区出行低碳指数，

用来表征全市小汽车出行到达各个社区所排放的

二氧化碳总和，并探究了其空间异质性。最后，提

出了基于碳排放—位置分配模型的公共中心规划

支持系统，用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方法定量模拟不同

公共中心布局形式下的小汽车出行碳排放空间格

局与碳排放总量，为公共中心规划选址提供一定的

科学依据。

表1 智慧移动的评价指标(Giffinger et al, 2007)

Tab.1 Indicator system of smart mobility assessment

(Giffinger et al, 2007)

因素

本地可达性

全球可达性

ICT技术的可用性

交通系统的可持续

性、创新性和安全性

指标

人均公共交通网络

利用公共交通的满意度

公共交通质量的满意度

全球可达性

家庭电脑数

家庭是否有上网

绿色移动的比例(非机动

化的个人出行)

交通安全性

经济小汽车的使用

尺度

本地

全国

全国

区域

全国

全国

本地

本地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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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社区通勤碳排放洛伦兹曲线

Fig. 4 Lorenz curves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commuting

图5 土地利用多样性(a)和公共交通可达性(b)对内生变量的效应路径图

Fig. 5 Effects of land use (a) and public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b) to endogenous variables

4.1 广州社区居民通勤碳排放特征及其影响机理

通过以都府社区、南雅苑、广氮新村和丽江花

园 4个典型社区为例的实证研究发现，广州市社区

居民通勤碳排放特征存在明显的圈层差异。位于

旧城中心和新城中心的社区如都府社区和南雅苑

人均通勤碳排放最小，位于新城边缘社区的广氮新

村人均通勤碳排放量次之，而位于城市边缘的丽江

花园社区人均通勤碳排放量最大。在个体差异方

面，社区居民通勤碳排放也具有较大差异，呈现接

近60/20的量化分布(图4)。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通勤碳排放的影响机理

研究发现，通勤距离和通勤方式是决定社区居民通

勤碳排放的两个直接影响因素，个体社会经济属

性、态度偏好及居住空间环境通过通勤距离和通勤

方式来影响通勤碳排放。其中，居住空间环境变量

对居民通勤碳排放的影响比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和

居民态度偏好更为显著。土地利用多样性对居民

通勤碳排放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总效应为-0.272)，

说明土地利用混合程度越高，通勤碳排放越小。公

共交通可达性对通勤距离、小汽车通勤、公共通勤

的直接效应分别为0.611、0.098和-0.128，对通勤碳

排放的总效应为 0.242，说明社区居民从居住地乘

公共交通到达工作地点的最短时间越长，其通勤距

离越长，小汽车通勤比例越高，而公共交通通勤的

比例越低，从而造成通勤碳排放越高(图5)。

4.2 广州市社区出行低碳指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

空间异质性

构建基于可达性的社区出行低碳指数(Com-

munity Travel Low Carbon Index, CTLCI)模型，对广

州市社区出行低碳指数格局与空间差异进行实证

分析，发现广州市社区出行低碳指数由中心城区向

外逐渐递增，呈明显圈层结构(图6)。内圈层的社区

出行低碳指数内部差异最小，外圈层其次，中间过

渡圈层最大。以内圈层尤其是中心城区作为出行

目的地，能使全市小汽车出行所排放的 CO2总量

最小。

基于此，通过构建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

对广州市社区出行低碳指数与社区人口密度、公共

交通供给水平和路网密度3个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

空间异质性进行研究。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图7)，广

州市社区人口密度对社区出行低碳指数的影响呈

正向作用的地域主要分布在外圈层和中间过渡圈

层，呈负向作用的地域主要集中在内圈层；社区公

共交通供给水平和路网密度对社区出行低碳指数

的影响在大部分地域空间和社区范围内呈负向作

用，因此，增加这些地区的公共交通和道路基础设

施供给有利于减少广州市的出行碳排放总量。

4.3 基于碳排放—位置分配模型的公共中心规划支

持系统设计与应用

基于碳排放—位置分配模型的公共中心规划

支持系统(CELA-PCPSS)分为支撑层、数据层、模型

层、功能层和表示层。其主要功能是基于低碳视角

计算出公共中心布局选址的最优位置，定量、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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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模拟出不同公共中心布局形式下的小汽车出

行碳排放空间格局与碳排放总量。以广州市为研

究案例地，计算出了广州市规划 1~6个公共中心的

最优选址位置，并分别计算出到达各个公共中心的

小汽车数量及其产生的CO2总量，模拟不同公共中

心布局形式下的小汽车出行碳排放空间格局(图8)。

新增公共中心能减少小汽车出行碳排放总量，

但具有边际效应，需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成本和人文

因素来确定规划公共中心的数量和调整其选址位

置，以使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最大化。

5 结语

伴随着机动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交通可达性水

平不断提高，但同时机动车保有量的高速增长也导

致了城市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常态化，交通安

全事故频发，出行环境日益恶化。修路、限行等以

道路或车辆为单一管理目标的交通理念难以解决

城市的交通问题。在既要保证城市机动化水平，又

要减少交通对气候变化和城市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的背景下，迫切需要以新理念、新路径、新技术推动

智慧交通的发展，使交通管理进入到系统性、整体

性、信息交互性及服务广泛性的新高度，促进城市

交通的高效性、可持续性与低碳化。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席卷全国和智慧交

通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智慧交通建设逐渐从管理

向服务型转换，从侧重于交通信息服务向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运营、维护和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

化发展等方面拓展。中国交通规划的重心也由注

重设施建设转向注重居民的出行需求管理，从以物

质空间规划为主转向“以人为本”，关注人的需求的

规划。可以预见，未来将新技术与城市交通有效结

图7 社区人口密度(a)、公共交通供给水平(b)和路网密集程度(c)参数估计的空间分布图

Fig.7 Spatial variation of coefficient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modeling

图6 广州市社区出行低碳指数空间格局
Fig.6 Spatial pattern of community travel lower carbon

index (CTLCI)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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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管理、服务手

段引导居民低碳出行和智慧出行，必将成为解决城

市交通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智慧交通的体系

架构下，交通地理领域未来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为：

ICT技术推动下的智慧“交通—出行”发展特征与空

间差异研究，基于智慧化的城市交通可达性与出行

效率研究，以及智慧化背景下城市交通—土地利用

对出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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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cessibility and CO2 emissions from travel of smart transportation:
theory and empirical studies

CAO Xiaoshu1,2，YANG Wenyue1，HUANG Xiaoyan2

(1.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Institute of Transport Geography and Spatial Planning,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i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 influencing urban transport and residents travel. Urban transport and residents travel are

interdependent. Urban transport provides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for residents travel, whereas the latter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ransport through its feedbacks. Relative to urban transport, residents travel is

subjective choices of individuals. Smart transportation and travel will improve accessibility, which includes

place- based accessibility and individual accessibility. On the one hand, the improvement of place- based

accessibility may change urban traffic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dividual- based

accessibility may alter residents travel demand. These may change urban land use that in turn would have an

impact on urban traffic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s travel demand. Due to the complex relations of smart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and travel and its related emissions, whether improved accessibility of smart

transportation would increase or decrease CO2 emissions from travel is hard to determine. A critical issue for

smart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is to ease traffic congestion and ensure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urban transport

system, in the meantime,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travel and reduce CO2 emissions through improving

accessibilit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accessibility and CO2

emissions from travel of smart transportation, and presents some empirical studies by taking the city of

Guangzhou as a case,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smart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accessibility; travel;

CO2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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